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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國平*　吳志良**

“議事亭”歷史

與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與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

* 金國平，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專業，曾任母校葡萄牙語教員，目前在葡萄牙從事中葡關係及澳門史研究，迄

今已撰寫、翻譯、編輯了數百萬字的有關書籍及文獻資料。

** 吳志良，1985年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專業畢業，同年來澳；1986年赴葡，先後在里斯本大學文學院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學法律

專業進修；1991年在東亞大學完成為期兩年的公共行政課程；1997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著有《澳門政制》、《青年與澳

門未來》、《葡萄牙投資環境》（與陳繼春合著）、《葡萄牙印象》、《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政治社會研究》（與陳欣欣合

著）、《鏡海飄渺》、《東西望洋》（與金國平合著）和《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等。

中西文化交融或許是澳門歷史發展的最大特點，由此形成的豐厚文化底蘊以及眾多的名勝古蹟，堪

稱人類文化遺產。澳門民政總署（原稱臨時市政局、市政廳，古稱議事亭）大樓，便是全澳最具特色的

葡式建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的議事亭研究大多側重其成立年代、創始人及選舉、人員構成和運作等方面即

“議事會”意義上的探討，較全面涉及“議事亭”建築的論文寥寥可數，而深入探討其具體位置及性質

的專論至今未有，實乃澳門史研究的一處空白。本文大量利用中葡史料，試圖填補此一空白，並結合對

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的考證，論述華洋長期雜處且存在交叉混合管理特色的澳門地區的政治形態。

種有頂無牆，開敞的小型建築物，供人憩息、觀

賞，多築於花園或路旁。史料表明，亭在古代中國

曾為軍事防禦及地方治安機構的名稱。“戰國時始

在國與國之間的鄰接地方設亭，置亭長，以防禦敵

人。西漢時在鄉村每十里設亭一，亭有亭長，掌治

安警衛，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3）由此推

論，澳門議事亭既是葡人維持地方治安警衛的機構

和辦公之所，也曾經作為明清官吏向澳門葡萄牙人

宣讀政令以及雙方會商公事之地，似乎理所當然。

議事亭現址的建設計劃（4）開始於1783年12月6

日（5），1784年竣工，總共耗資八萬兩白銀（6）。大

樓1874年遭颱風破壞，1876年年底重建完成。（7）目

前的整齊對稱、古樸凝重的南歐式雙層建築風格是

重建的產物。1940年6月2日，保留外觀、內部全新

的裝修落成。（8）

議事亭亭址簡史及其性質

中西文化交融或許是澳門歷史發展的最大特

點，由此形成的豐厚文化底蘊以及眾多的名勝古

蹟，堪稱人類文化遺產。澳門民政總署（原稱臨時

市政局、市政廳，古稱議事亭）大樓，便是全澳最

具特色的葡式建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的議事亭研究大多側重其

成立年代、創始人及選舉、人員構成和運作等方面

即“議事會”意義上的探討（1），較全面涉及“議事

亭”建築的論文寥寥可數（2），而深入探討其具體位

置及性質的專論至今未有，實乃澳門史研究的一處

空白。

議事的意思是集會、研商、討論公事。亭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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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亭一名，已見於明代文獻。《兵部題失名

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記曰：

九月初八日，隨據市舶司呈稱，到澳會同

香山縣寨差官及提調備倭各官，喚令通事、夷

‧ ‧ ‧
（原文作“夷事“）目、攬頭至議事亭宣諭，

督促各夷赴省。奈夷性難馴，漢法莫施，外順

宣諭，中實遲疑。（9）

這是明末原檔。乾隆暴誌卷六〈人物．武功〉中有

關於更早史實的追記：

王綽，字梅吾，千戶所智裔孫也。以諸生

中嘉靖乙卯、戊午兩科武舉，襲祖職，為宣武

將軍征討嶺西羅旁等處賊平，陞昭武將軍，移

鎮澳門。初，番人之入市中國也，願輸歲餉，

求近處泊舶。綽迺代為申請。其後番以貯貨為

名，漸結為舍宇，久之成聚落。綽以番俗驕

悍，迺就其所居地中設軍營一所，朝夕講武，

‧ ‧
以控制之。自是番人受約束。綽卒，設位議事

‧
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10）

中國學界對於是否有王綽其人頗有爭論。在無新

史料發現之前，或許更加重要的是解讀它所包含的其

它重要歷史信息。“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

祀事焉”一句，既說明了當時議事亭的地位和作用，

又道出了這位中國官員受尊重景仰的程度。

入清後，各種記載繁多。康熙申誌補記萬曆年

間在議事亭勒石立碑事曰：

四十一年，海道俞安性詳請兩院勒碑，禁

約澳彝畜倭，略曰：倭性狡鷙，澳彝畜之為

奴，養虎遺患，害將滋蔓。本道奉勅受事，憑

籍兩臺制馭，巡澳察彝，追散倭奴凡九十八人

還國。除此蟊賊，爾等遂得相安樂土。此後市

舶不許夾帶一倭，在澳諸彝亦不得再畜幼倭，

違者倭與彝俱押解兩院，軍法究處。四十二

年，〈海道禁約〉略曰：澳彝驕悍不法，議者

有謂必盡驅逐以清疆宇者，有謂移出浪白外

洋，不容盤踞內地者。本道念諸彝生齒蕃衍，

不忍其纍纍若喪家之狗，當於巡澳日申以國

威，隨皆弭耳向化。因摘其犯順五款，行香山

縣遵諭約束，免其驅徙，詳奉兩廣部院張、巡

按御史周，五款准勒石立碑，永為遵守。（11）

〈海道禁約〉碑以萬曆帝名義勒立，因此，議

事亭又具有了中國歷史上的“御碑亭“的意義。該

誌還描繪了中葡官員在議事亭會商的具體情景：

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

‧ ‧ ‧
惟議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

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譯傳語。通事

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

無由達。彝人違禁約，多由通事導之。或奉牌

拘提，輒避匿。（12）

乾隆暴誌增補了粵海關行臺的內容：“舊有提

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關部稅署及議事

亭，凡文武官至澳，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

畢，有欲言則通事傳之。”（13）

曾在澳門學道的吳漁山有一首詩云：

晚隄收網樹頭腥，蠻蜑群沽酒滿瓶。

海上太平無一事，雙扉久閉一空亭。

‧ ‧ ‧
——凡海上事，官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14）

《澳門記略》稱：“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

緝行署三，今惟議事亭不廢。”（15）顯然採康熙、乾

隆二誌之說，好在亦有新聞：“番人犯法，兵頭集

夷目於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鞠定讞，籍其家財

而散其眷屬，上其獄於小西洋。”（16）

 “今惟議事亭不廢”，看來是指“前明”的機

構，但“番人犯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所

云，又不像是在中國的機構。而且從在澳門生活過

的吳漁山的自註來看，“海上事”係指澳葡賴以維

生的海外貿易。因此，集議亭中的官紳應該是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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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集議地點也應該是指葡萄牙人機構。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談異二清楚談到議事亭

的內部運作：

‧ ‧ ‧
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

更番董市事。凡市〔事〕經四人議，眾莫敢

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不其議於四人者，議得

當以報聞。（17）

《澳門記略》〈澳譯〉中有“議事亭（事打

的）”條。“事打的”的原文為“Cidade”，義即

城 市 。 此 處 不 作 原 解 。 在 澳 門 古 葡 語 中 ，

“Cidade”為 Senado 的同義詞，原因是 Senado 為

“Cidade”的政府行政組織。《澳門記略》中“理

事官”（18）的葡語正式名稱是“P r o c u r a d o r  d a

Cidade”（19），其漢譯是“議事亭理事官”（20）。至

19世紀初，仍見使用“Procurador da Cidade”這一

形式。（21）

葡人議事亭還有“金巴喇”這一俗稱。關於

“金巴喇“的來源，王文達先生解釋說：

議事亭，古之稱號也，時人多以“金巴

喇”（CAMARA）名之。查金巴喇，本迺葡語發

音，其釋義可作“屋”，或‘辦事處’解。若

衹以‘金巴喇’稱之，說來實不通者。在葡文

上亦應寫作C A M A R A  M U N l C l P A L  D E

MACAU，即澳門市政局，迺合也。（22）

“金巴喇”是 Câmara 對音，但不是 CAMARA

M U N l C l P A L  D E  M A C A U（澳門市政局）中的

C A M A R A。此處 C â m a r a  的意思是“議院”。

Senado 也稱 Senado da Câmara，後來又冠以 Leal

（忠貞的），成為 Leal Senado da Câmara. Senado

的原意是元老院。元老院是古羅馬時代一個極為重

要的權力機關，是現代議會的前身，但是卻擁有比

現代議會大得多的職權。它有以下四大權利：1）任

命權，決定任命各省總督、執政官、法官的職權和

任期；2）財政權，元老院牢牢控制着國庫，一切國

家收支都要經過它的首肯；3）外交權，包括對外的

宣戰和休戰權；4）司法權，在其本土意大利，一切

犯罪活動的審判均在元老院。澳門在所有葡屬海外

領地中首先採用“元老制”，符合當時的歷史背

景，因此有歷史學家稱之為“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

國”（23）。

據當時在澳門生活過的利瑪竇記載，1584年2月

澳門議事亭已經運作了：“日本的商船終於來到澳

門。羅神父的困境，也因為商人的慷慨，而得到了

解脫。政府及商人們願意對傳教區捐輸。”（24）查利

瑪竇著作意大利文原文是“Camera”（25），因此，

“政府”應該譯為“議事亭”。大陸版《利瑪竇中

國劄記》的譯者犯了同樣的錯誤：“期望已久的商

船從日本駛進澳門港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這就結束

了羅明堅神父缺錢用的窘境，葡萄牙人慷慨施捨使

他得到大量支援。政府和其它好心的人給教會送來

了錢和各種禮物，足以償還債務，完成建築，充分

添置家具。”（26）

一般認為，澳門議事亭1583年成立。一份1592

年的古老葡語文獻記載了Câmara 成立的始末：

澳門的居民看到他們的聚落日益擴大，而在

1585年仍無任何形式的議院（Camera（27）），於

是在主教及本地首領（Capitão da terra）的建議

下集議，決定澳門如同王國及葡屬印度的城市

那樣組織政府。根據條例，他們選舉了法官

（juizes），市議員（vereadores），城市理事

官（Procurador de Cidade）（28）及會議書記

（Escrivão de camera）（29）並按照當時他們的

通稱取名“上帝聖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s）”。（30）

似無疑問，“金巴喇”是澳門議事亭最早的名稱。

在澳葡議事亭早期的會議記錄中，稱議事亭為“caza

da camara”。我們來看一下一份1630年7月5日的會

議記錄：“1630年7月5日於位於中國的‘上帝聖名

之城（cid.e do nome de Deos na China）’，在議院

（caza da camara）（31）參加會議的有法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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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城市理事官⋯⋯，主教區⋯⋯神甫，王室

大法官⋯⋯學士，各教團的首領及應召來到上述議

院（caza da camara）的人民（povo）⋯⋯，屬於中國

的‘上帝聖名之城（c id . e do  nome  de  Deos  da

China），會議書記紀錄之。”（32）由此可見，camara

是葡人自治機構的正式名稱。議事亭是漢譯。龍思泰

將議事亭英譯為“Senate House”，然後標出的對應

葡語名稱是“Casa da Camera”（33），以示準確。

議事亭的漢語名稱繁多。例如〈香山縣丞賈奕

曾為蕃人喏 喥逐鮑亞蒂遷舖事下理事官諭〉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1794，10，8）：

　　特授香山分縣加三級賈，諭夷目 嚟哆等知

悉：⋯⋯准此，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內，澳門

兵頭、管庫帶領黑奴，拆毀郭南泉等舖，並拆

毀營地街民人蓬舖，及縱黑奴赴望廈村偷挖薯

芋。經大憲訪聞，檄委前府憲張、彭前縣親臨

澳門彈壓，曉以律法，嚴切開導，諭以兵威，

‧ ‧
各皆畏懼，責備 哩哆一人生事貽累。齊上議事

‧
亭⋯⋯（34）

這裡是又一“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

的實例。〈理事官為覆判事官 嚦吃㗎拖欠曾

永和等貨銀揭限事呈香山知縣稟〉（嘉慶二十五

年，1820）：

伏閱其情詞懇切，無因萬難代墊，疾詞出

於迫情，若不先事禁遏，定必禍起目前，哆居

屬職，殃累匪輕，勢着據情直叩，伏乞俯察原

因，先賜出示禁止，以遏未啟釁端。並懇飭令

奸商曾永和、郭亞厚等立將欠單的據繳赴臺階，

加蓋印記，以杜頂換。然後發交 咑，着令文武

夷官，會集 內熟識番語紳耆，帶同各商，齊登

‧ ‧ ‧
議事亭，當堂繙譯，以示至正大公。（35）

另一份記述英國人入侵澳門的文件則稱：

咭唎與西洋世好，恐 哂入澳滋擾，因以兵

力來助。駐澳西洋理事官 嚟哆以聞知，香山縣

事彭昭麟（原作“ ”）、署海防同知熊邦翰

先後申報總督吳公熊光，飭（原作“ ”）洋

商開諭大班，俾兵船旦夕回帆。喥唎不聽，議

登岸入澳定居。八月初二日，以二百人入三巴

寺，一百人入龍嵩廟。初五日，以二百人踞東

望洋，一百人踞西望洋。其在三巴寺者，十二

日，復移於西洋鬼樓，澳民驚怖，紛紛逃匿。

洋商挾大班赴澳慰遣，堅不肯行。十六日，吳

公熊光下令封艙，禁貿易，斷買辦。昭麟（原

‧ ‧ ‧ ‧ ‧
作“ ”）親詣西洋議事亭，嚟哆入見，出 咭

唎兵總覆書，譯之，詞甚不遜。（36）

“議事亭”冠以“西洋”二字，說明係葡人議事

亭。〈香山知縣許乃來為補納地租短平銀事再下理

事官諭〉（嘉慶六年二月初七日，1801年3月20日）

可作旁證：

　　香山縣正堂許，諭夷目 嚟哆知悉：照得嘉

慶五年分濠鏡澳地租，該夷等短納銀四兩六錢三

分五釐，業經諭飭補繳。茲據該夷目稟稱：此項

‧ ‧ ‧
地租正耗銀兩，向例用議事亭碼⋯⋯（37）

‧ ‧ ‧
每年地租由葡人通過議事亭上繳，因此“議事亭

‧
碼”當為葡人議事亭無疑。此件葡譯中，“議事

亭”作“Senado desta Cidade”。（38）

〈理事官為懇請嚴辦刀傷英婦之華民葉亞庚等呈

香山知縣稟稿〉（嘉慶七年，1802）自稱“我夷議

事亭”足見其性質：

　　為稟明事：去年十二月初七夜，有華人葉亞

庚等四人在紅毛□〔夷〕婦家內打鬧，業經送究

在案。但亞庚等人委係夤夜入室，至將二婦所

‧ ‧ ‧
傷，合澳人人共知。而哆職司澳務，亦蒙我夷議

‧ ‧
事亭公眾舉出辦理夷情，亦係夷民父母。（39）

古 代 時 ， 葡 國 城 鎮 市 政 府 前 有 恥 辱 柱

（pelourinho），為行刑之地，而中國無此習俗。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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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十年八月十七日（1805年10月9日） ，香山知縣

彭昭麟責令葡人“受審毋得自行正法”：

　　香山縣正堂彭札夷目 嚟哆知悉：現據該夷

目稟稱，本月二十日即將兇夷 嗲 送出，

‧ ‧ ‧
在議事亭前正法。等情。到縣。（40）

不過，中國文武官下澳，卻有時在議事亭審

案。〈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將劉思永交官憲審訊事

行判事官等札〉（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809年1月13日）：

　　香山縣正堂彭札番差 嚟哆等知悉：照得劉

思永與紅夷兵頭上省，出言不順。奉制憲批令

本縣查拿，解省審辦。經本縣於二十一日委員

拿獲，因番差再四赴公館懇求，領回管押，俟

奉大憲行提，即行送上本縣。因念該番差平日

懂事，尚知大體，是以格外施恩，將劉思永當

面給予領回，取具 嚟哆領狀在案。茲蒙制憲委

‧ ‧ ‧
陳大老爺來澳提訊，本縣稟請陳憲來議事亭確

審，使眾共知。（41）

劉思永曾經効力葡人議事亭，議事亭又有“議事

廳”之稱。〈劉思永為申明受辱避羞自行離澳事呈

蕃官稟〉（嘉慶十四年正月十六日，1809年3月1

日）：

　　具稟大西洋夷人神父劉思永，為在本國夷

官梘〔臺〕前申明受辱避羞事：切澳中華夷俱

知，永在京大皇帝殿□〔前〕効過力之人，蒙

上旨，准□□養病，下澳居住。茲因永認識中

國正字□□〔官話〕，本國夷官請永就在此當

‧ ‧ ‧
番書，並隨奉本國上旨，賜於永議事廳文官品

銜。如此，永就在澳門辦官中事件。十四年以

來，與華夷各人相安無異。（42）

議事亭還稱“夷亭”。〈理事官為劉思永自行

離澳事呈澳門同知稟〉（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七

日，1809年3月12日）：

　　督理濠鏡 事務西洋理事官 嚟哆，為稟

明事：⋯⋯哆等伏查劉思永上年因 咭唎之事，

．
自經各憲臨亭訊供，深蒙洞察。劉思永無甚罪

過，隨邀恩准領回，在照常辦理事業。但劉思

永自奉憲差拿放之後，恥悔不堪，閉門在家，

‧ ‧
自覺置身無地。本年正月十九日，因夷亭有

事，着人往問，始知其不在家。查其家奴說

稱，伊自十六日靜更時候，聲言出外，為與別

人誦經，至今未有回來。越後屢尋不見，查訪

‧ ‧
無踪。迨於二十一日，夷亭番差、兵頭督令夷

官到其家下查搜，桌上有書一封，外面寫與兵

頭名字，包着紅稟一紙，俱言遮臉不過，惟思

一死。等言。（43）

“夷亭”不正是說明了議事亭的“夷”性？

“澳門議事亭”，有時候略作“澳亭”或

“亭”。〈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在娘媽角青洲聯堵海

盜事行理事官札〉（嘉慶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07

年2月8日）：

　　香山縣正堂彭札夷目 嚟哆知悉：現據申

稱，澳外一帶海面，近因洋匪遊奕窺劫，地方

憂苦，莫此為甚。而且澳地伶仃，尤恐賊多詭

‧ ‧
秘。茲澳亭上夷官籌議，欲着夷船兩隻，一在

本澳娘媽角口，一在青洲海道，兩路灣泊，鳴

更防守。（44）

〈香山知縣彭昭麟為購夾板船捕盜事下理事官諭〉

（嘉慶十四年五月初八，1809年6月20日）：

　　香山縣正堂彭諭夷目 嚟哆知悉：照得夾板

船木料堅固，寬大穩重，利於緝捕。現奉大憲

札行購買。聞得爾等現有夾板船二隻，連砲位

‧
出售。經海防分憲吩囑，現在上亭議價，合就

諭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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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咑亭”為議事亭的葡語譯音名稱。〈香山

知縣馬德滋為奉旨按船查驗有無夾帶銷售鴉片不得

遽請寬免事行理事官札〉（嘉慶二十年七月初八

日，1815年8月12日）：

‧
奉此。哆即遵照，集亭知會。旋據 咑亭上

及各夷商等會稱：現奉天朝諭旨嚴行，仰見慎

重周詳之至意。（46）

可見議事亭的使用頻率最高。異稱有“西洋議事

亭”、“夷議事亭”、“澳亭”、“議事廳”、“

咑亭”，在一定上下文中簡稱“亭”。

上引種種檔案資料有力地證明，議事亭不是中

方機構。我們再引一詩文為證。康熙二十一年秋，

兩廣總督吳興祚首次巡閱澳門。其詩〈自香山縣渡

海赴濠鏡〉五律云：

欲經濠鏡嶴，薄暮正揚舲。

風雨聲相搏，魚龍氣自腥。

黑雲迷遠嶼，白浪擁孤汀。

‧ ‧ ‧
隱隱聞鐘鼓，蠻歸議事亭。（47）

“蠻歸議事亭”一語再明確不過了。假設是中方機

構，《澳門記略》肯定會有更詳細的描述。似乎可

以做結論說，在關部行臺設立之前，中國在澳門城

內無常駐政權機構。

關於中國官員入澳的儀式，《澳門記略》載

曰：“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於三巴門

外，三巴砲臺燃大砲，蕃兵肅隊，一人鳴鼓，一人

颭旗，隊長為帕首靴 狀，舞槍前導，及送亦如

之。入謁則左右列坐。如登砲臺，則蕃兵畢陳，吹

角演陣，犒之牛酒。其燃砲率以三或五發、七發，

致敬也。”（48）此處“入謁則左右列坐”雖未說明在

何處，但從康熙縣誌“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

上”一語來看，葡人無疑是在議事亭“入謁”“天

朝官”。然而，康熙申誌記曰：

蔡善繼，字五岳，湖州人，以進士萬曆三

十六年任。多異政，發摘若神，境內豪訟者咸

相誡匿影。甫履任，偵知澳彝情形，條議制澳

十則，上之，大中丞悉如其議。未幾，澳弁以

法繩彝目，彝叫囂，將為變。善繼單車馳澳，

數言解散，縳悖彝至縣堂下痛笞之。故事，彝

人無受笞者，善繼素以廉介，為彝人所懾，臨

事控制有法，故彝凜凜弭耳受笞而去也。（49）

《澳門記略》記載同事，但文字略減：

香山知縣蔡善繼甫履任，即條議制澳十則

上之。未幾，澳弁以法繩夷目，夷譁將為變，

善繼單車馳往，片言解，縳悍夷至堂皇下，痛

笞之。故事夷人無受笞者。善繼素廉介，夷人

懾之，故帖息。（50）

這裡的疑問是，假設議事亭為中方機構，為何不在

議事亭就地懲罰，而是“縳悖彝至縣堂下痛笞

之”？是否因為事關重大，而故意避開葡人機構？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樁見證議事亭歷史角色轉變

的事件：

自由民與其他人一道應徵入伍。歷任總督

與軍事指揮官認為，通過這一變化，議事會的

成員便會逐步協調一致，樂於對葡屬印度總督

不斷重複的命令和若奧五世的敕令（1709年12

月30日）給予應有的尊敬。這道敕令指出，當

澳門總督在任何時候有重要事情向議事會交代

時，他都應享有首席地位。為了達到這一目

的，有幾任總督都習慣於派軍隊中的自由民參

加大選，讓他們行使表決權。

這是一個引起許多糾紛和尷尬局面的革新

措施。（總督）戴冰玉（D i o g o  d e  P i n h o

Teixeira）決心制服抗拒，打擊驕傲而獨立不羈

的議事會。他廢除了選舉人選擇新的自治官員

的權利，命令舉行另一次選舉，這一步驟如此

非法並違背了傳統，以致在任的議事會成員決

定繼續履行他們擔任的公職。由於意識到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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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公處將被總督的隨從侵入，他們的人會被

逮捕，他們先是將伽思蘭堂修道院作為避難

所，其後又轉移到聖保祿學院。總督要求耶穌

會士交出與他們住在一起的議事會成員。這一

要求遭到拒絕後，戴冰玉威脅要用大砲臺的砲

火，轟擊聖保祿教堂和學院，由於一些受人尊

敬的教士進行調解，他放棄了這一瀆神的舉

‧ ‧ ‧
動。但議事會成員巳前往議事亭舉行會議，會

議由主教主持。主教在受到邀請時，總是主持

政務委員會。高級教士、市民、平民都前來與

他們在一起，商議阻止進一步的騷亂和衝突的

辦法。總督一聽到這個消息，便趕往現場

（1710年6月29日）。但集會者一察覺到他正在

‧ ‧ ‧
逼近，便武裝起來，從議事亭衝下去，無視總

督要他們解散的命令，向他襲擊，將他和他的

追隨者、士兵趕到大砲臺。戴冰玉讓三門大砲

‧ ‧ ‧
從砲臺向匯聚在議事亭門前的密集的人群開

火。（51）這一暴行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人們敲響

了警鐘，如果不是主教命令在行進途中攜帶聖

體，將會熱血飛濺。一見到這一神聖的令人肅

然起敬的標誌，人們的怒火慢慢平息了。7月3

日，雙方擬定並簽訂了一個協議。但議事會成

員仍回到聖保祿學院，直到7月28日才離開。這

一天舉行了新總督的就職典禮。戴冰玉被控

告、審判，我想，根據葡萄牙的法律，他受到

了懲處。（52）

當時是康熙盛世，澳葡對滿清官員唯命是從，

若議事亭為中國官方機構，決不可能受到砲轟。聯

繫到後來乾隆年間澳門總督“若些”因拆除關部行

臺圍欄及包庇李廷富、簡亞二命案的兇手被聲罪

“於小西洋”，遭“勘問”和“以檻車”“返國”

的情況，如果戴冰玉砲轟了中國官方的議事亭，其

下場不會好於若些，而且肯定會留下記載。

康熙申誌、乾隆暴誌及《澳門記略》均未具體

說明是哪方的議事亭。綜合上述，我們初步認為：

中方從未設立自己的議事亭，《澳門記略》〈議事

亭圖〉所表示的是葡人的議事亭。從“凡文武官下

澳，率坐議事亭上”一語來看，它是一個中國官員

暫時停歇的地方，“亭者，停也，所以停憩游行

也。”（53）不過，猶如中央官員視察地方時在該地政

府所在地接見當地官員或者臨時辦公，下澳明清官

員有時亦徵用議事亭為臨時辦公之所。因早期中國

官員下澳在此宣召葡人、處理公務，因此給人一種

是中國機構的歷史錯覺。此外，其崇敞飛牙、 牙

高櫞的中式建築風格，也是導致這種錯覺的原因之

一，容後詳述之。

再說為王綽設位一事，也祇可能設在葡人的機

構中，以示敬重。另外，將萬曆“御碑”置於葡人

議事亭中，是有意行為，以加強重申國家主權與治

權的重大政治意義。

議事亭亭址考

清楚議事亭的性質後，下一步是探索議事亭地

址的變遷。我們擬從文字描寫及形象資料兩個方面

加以考證。

一、文字描寫

郭永亮認為議事亭首建於1583-1585年間（54），

但未出示任何證據。精通澳門歷史的文德泉神甫對

此無十分把握，因而含蓄地說：“似乎其原始的樓

房可以追溯至1584年⋯⋯”（55）但對其位置無任何涉

及。一份撰於1642年的描寫澳門慶祝葡萄牙復國盛

況的文獻，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第二天是當月25日，禮拜三。本城政府的人

從周圍的一個村莊弄來了找得到的最好的牛。在

casa da Camara（議事亭）附近的 rua direita 段

落上放牛奔跑。因為這是城內很寬、可用來舉行

慶祝活動的主要街道。行政官官署（56）的人（Os

do Magistrado）和總督出席觀看。（57）

因知，casa da Camara（議事亭）位於澳門當時的主

要街道 rua direita 上。rua direita 就是今天的議事

亭前地一帶。（58）

在葡萄牙古代市鎮地名中，rua direita 可譯為

“直街”或“正街”，但並非顧名思義是直的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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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澳門的清平直街及關前正街、竹室正街、龍嵩正

街和荷蘭園正街。它是一個地方的中心，一般有市政

府、恥辱柱、仁慈堂、教堂、市場等主要城市建築，

同時為主要商業區。葡人在海外擴張中，將此城市建

築模式帶到了世界各處，例如巴西許多地方至今仍有

rua direita，印度的果阿也還有 rua direita。除了用

“rua direita（直街、正街）”這一簡單的形式外，還

可為其添加限定詞，形成“rua direita”+限定詞即×

×直街、正街的結構，例如氹仔的 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施督憲正街）。

此外，另一份1642年的葡語資料在描寫澳門慶

祝葡萄牙擺脫西班牙統治復國活動的盛況時，也有

涉及議事亭的許多寶貴資料：

當天晚上，這個崇高的城市的政府（59）成

員，隨同許多紳士、貴族和騎士大出鋒頭，要

描寫的太多了。這是一盛事，需要大肆張揚，

鋪張排場。排成一隊從 camara 的院子（patio

da Camara）裡開始遊行，⋯⋯在行政官官署的

院子（patio do magistrado）裡準備了兩條綵

船⋯⋯（60）擊鼓與鳴笛後，眾人三次歡呼，上

尉（61）從 camara 院子的大門 (portal do patio da

Camara) 上降下了所有葡萄牙王徽的旗幟。(62)⋯⋯

人人看得目瞪口獃，參加者中有camara的門衛

(porteiro da Camara) 若昂．羅德利格斯 (João

Rodrigues) 。他是日本人，應 咑亭 (cidade) 的

要求，加入了上述日本人的遊行隊伍。（63）

此處記載的議事亭院子、大門及門衛的情況，

與《澳門記略》中〈議事亭圖〉圖像資料相合。

二、形象資料

1） 繪圖

歷史上，漢語載籍遺留下來的議事亭圖像祇有

《澳門記略》中的繪圖，為一典型華式亭院。至於

該亭的建築風格，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1966年提出

的一番見解令人耳目一新：

迄今未見一份早於19世紀的可使得我們對

主導本城命運的人集議的地方的原始造型有一

略觀的圖像文獻，唯一的是1747年（原文如

此，應為1751年）出版的一部中國古書《澳門

記略》中的一幅圖。

人們對原樓是否確實就是圖中所描繪的線

條大有疑問，但倘將此繪圖比較一下同書中非

常準確表現了18世紀澳門場景及歐洲人物的其

它圖畫的話，無理由不認為議事亭圖就是原始

的議事亭建築。如同本地工匠描繪的那樣，是

一座簡單的亭子，前有屋簷，頂為中國式飛

檐。前面有一庭院，四周是高牆。的確，圖中

亭子的建築線條及屋簷為典型的華式風格。這

並不奇怪，因為早期葡人不得在澳城內擅自建

築，自然，將議事亭的建築交付華人。華人按

照他們的樣式及喜好起造，祇是按照葡人的建

議略有修改。那些十足歐洲風格的圍牆及大門

上的細部及裝飾可能便是屬於此種情況。

誠然，在18世紀，一個華人工匠沒有能力

想象出這些細部及裝飾的圖案。他們同歐洲藝

術的接觸尚少，不可能將任何歐洲藝術的成份

加入他們的作品中去。如果他們再現了這些細

部及裝飾，肯定是依照葫蘆畫瓢，因為他們的

眼睛注意到了給他們印象最深刻和他們認為最

奇特的東西。該書中其他十分逼真地反映了不

同教團神甫，一位貴族，一個淑女，不同交通

工具及一艘大船的刻圖，正是在此情況下產生

的。（64）

高美士的這一看法長期未引起葡語史學界的重

視，直至近期古傑龍在一本關於議事亭建築歷史的

專著中才引述了這一觀點：

澳門最古老的建築物都沒有文獻記載，市政

廳大樓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建於1583年（65），

相信這是在同時成立的市政廳的第一幢大樓，該

幢大樓矗立在市中心，估計就是今天的現址。

猜想該大樓的外貌正是這書所輯錄的圖

畫，該圖畫原載於澳門18世紀專題論文——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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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記略，原著由兩名經常赴澳門擔任職務的高

官 Tcheong-Ü-Lâm（66）及 Ian-Kuong-Iâm（67）

撰寫。

這幅畫由一名中國藝術家單憑自己當時的

想象描繪出來，象徵着富有殖民色彩的庭院。

假若留意到該書的初版日期是1751年，圖畫所

指就是市政廳的第一座大樓，至於建成的日期

便無從稽考。

澳門記略的作者想讓人們知道，他們描述

的市政廳大樓肯定是第一座大樓。“明朝初期

在澳門設有三個警察廳，今天祇有議決事件的

議事庭。”（68）Luís Gonzaga Gomes（69）毫不猶

豫肯定這庭院就是市政廳。

藝術大師繪畫這幅圖畫極富想象力和融入

中國建築學的色彩，這說法符合王紹鈞博士認

為葡國建築學在澳門初期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

理論。

Wong Shiu Kwan 在1970年出版 Macao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a n d  i n t e g r a t e  C h i n e s e  a n d

Portuguese influence 一書，講到1557-1770年

期間，“昔日的澳門居民不論華人和葡人在建

築房屋上都傾注自己國家的特色，盡量在新環

境中保持本身的傳統生活，可是不熟悉外來新

朋友的思想和技能。但隨着時間的過去，利用

了當地的材料和中國工匠興建樓房，所以，葡

國建築受中國的影響，是無法避免的。例如建

築屋頂以及採用中國裝璜。”

另方面，該兩名中國官員的專題論文初版是

在1751年，而該大樓的簇新外貌與現今外貌相

近，所以，圖畫上的庭院建於1784年之前。（70）

我們認為，高美士的高見及古傑龍的補充均有

道理。在此，我們增補高美士和古傑龍未注意到的

一個關聯細節。

《澳門記略》上〈小稅館〉圖中，在馬頭及稅

館倉庫後有一組帶有十字架的豪華建築物。《粵海

關誌》中〈澳門總口圖〉上將其標為“夷屋”。（71）

無疑，這是一位信奉天主教葡人的宅第。從庋藏於

里斯本地理學會的一份作於1779年的澳門內港圖（72）

上的圖例可知這是西孟．維森特．羅紗（73）的巨宅。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宅院圍牆上的裝飾與〈議事亭

圖〉中圍牆的裝飾完全相同，說明這種飾案確實是

歐洲風格。也就是說，高美士的理論是可以成立

的。由此，似乎可以結論說：〈議事亭圖〉便是議

事亭1783-1784年擴建之前的建築外觀。它始終位於

同一地點，從無變遷。其建築風格以華式為主，融

合了歐洲裝飾某些特點。這是澳門歷史中西文化交

融的典型實例。

2） 圖籍

既然議事亭為早期澳門主要機構之一，其建築

在西方圖籍中不會沒有反映。古傑龍在其圖文並茂

的《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中，複製了被認為是澳

門最古老地圖之一的荷蘭人布利（T h e o d o r e  d e

Bry）的 Amacao 圖（74），並配如下圖例：

亞媽閣（75），Theodore de Bry （1598）繪，

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幅澳門圖。畫裡有市政廳所在

地的標記，但不太令人相信它被繪入畫中。（76）

古傑龍祇是根據大概的地理位置判斷出了議事

亭所在地，但有疑問。如前所述，葡萄牙古代市鎮

的建築佈局一般以 rua direita（直街、正街）為中

心，有市政府、恥辱柱、仁慈堂、教堂、市場等主

要城市建築。在 Amacao（亞馬港）圖中，許多典型

的建築均有標示。在中央部位的一所方型房屋前，

一石基上見有一柱形物。通常認為這是個十字架。

實際上，它是象徵市政權力的恥辱柱。有了這個基

本參數後，它後面的方型建築便是議事亭，其所在

的地點便是澳門的心臟地帶 rua direita（直街、正

街）。其東南方向的錐形建築應該是仁慈堂。在

1626年的思佩德 (John Speed) Macao 圖上，這個恥

辱柱十分明顯。（77）1635年的雷森德（Pedro Barreto

de Resende）的 Macao 圖上也見這個恥辱柱，其東南

方向的錐形仁慈堂頂上有一個十字架。（78）1640年匿

名 Macao 圖及1640年 Porto de Macao 圖中均見這

個恥辱柱。（79）大英博物館藏16 4 6年的雷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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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Barreto de Resende）的 Macao 圖上，清晰

可見這個恥辱柱及其東南方向頂上有十字架的仁慈

堂。（80）

萬曆碑勒立及其被毀年代

萬曆碑勒刻於1615年。（81）至於其被毀的年

代，中外記載不一。記錄至1745年澳門歷史的《中

國及日本亞洲》有一條十分重要的資料：

世人發明了文字來記 人們的行動，使其英

名不朽，讓時光無法湮沒他們的業績；人們會說

為何羅馬人不僅在紙張、羊皮以筆書寫，而且在

石碑及青銅上以刻刀鏨留下了勝利的紀錄，以誌

國人，永垂不朽；華人亦不例外。如無如此之多

的虛幻、迷信及異教的傳說，如他們的作家不陷

入盲目意見的分歧，肯定他們是值得一信的。

在此方面，今天澳城這一殖民地締造者中

那首批葡人所作的太少了；因為他們祇是注意

撰寫那些說明性的書，卻無任何理由地沒有給

後人留下任何可以回憶他們業績的東西。他們

十分呆板，以至於在石碑上以漢字刻下了不太

重要的東西，例如有關船隻及工匠的規定。這

在議事亭（casa do Senado）內的牆上可以見

到。這些祇要寫在一本書或羊皮紙張上便足夠

了。同時，卻在另外兩塊石碑上明文刻着臣服

於外王的文字。這些石碑，議事亭（Senado）

後來通過謹慎的協議（prudente acordo）下令

將其從原來所在的牆上取下，因為對葡人來說

是種恥辱。此外，在重要的方面，在令人置信

的行動方面，竟無隻字片語。一切茫然無知，

祇有一些葡萄牙作家出於好奇對這些問題有所

涉及。（82）

因知，萬曆碑在1710年砲轟議事亭的事件中未遭摧

毀，而是“議事亭（Senado）後來通過謹慎的協議

（prudente acordo）下令將其從原來所在的牆上取

下”的。何時、是誰與葡人達成“協議”以取下石

碑，是個值得跟進的重大歷史問題，因為“從物質

上消滅市政廳石碑的企圖是最早出現在澳門的正式

抵抗皇帝權威的行為之一”（83）。

“乾隆末年，葉廷勳〈于役澳門紀事十五首〉

之七云：‘議事亭荒謄斷碑，前朝曾此限西夷。

（原註：亭內有石碑，限各款禁條，為萬曆年

立。）”（84）此處“荒謄斷碑”，可能便是從牆上取

下石碑後留下的殘破景象。但葡人並未摧毀此碑，

而是移立議事亭入口處。（85）後來，還用它向英國人

證明澳門的法律地位，反爾弄巧成拙。（86）1848年，

亞馬勒“下令將其清除”。（87）

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

前面已述，議事亭曾經是明清官吏向澳門葡萄

牙人宣讀政令 以及雙方會商公事之地。至於中國官

員在澳公幹駐紮何處，似乎祇有關於自嘉慶朝起在

蓮峰廟駐節的涉及（88），迄今未見比較全面而詳細的

研究注意此前的情況。此乃澳門歷史有待探明的暗

角之一。

從萬曆海道禁約後，明政府規定：

海道每巡歷濠境〔鏡〕一次，宣示恩威，

申明禁約。（89）

⋯⋯分守廣東香山等處地方備倭參將⋯⋯

每歲同巡海道臨澳查閱一次，⋯⋯（90）

值得注意的是，有明一代，未見督撫下澳的記

載。入清以後則不同，廣州大吏時常臨澳，甚至有

欽差多次視澳。（91）在有關臨澳大吏的記載或他們自

己留下的詩文中，偶有涉及在澳下榻處。

杜臻康熙二十二年（1683）巡澳後，在其《粵

閩巡視紀略》中描繪了葡人特地為他預備的賓館之

豪華：

館予之室有三層，⋯⋯床几皆泥金，地舖

鮮花蕊瓣，厚數寸，紅紫爛然。（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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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底，廣南韶道勞之辨

陪同粵海關滿監督宜爾格圖、漢監督成克大巡歷濠

鏡嶴。事後，勞之辨記曰：

乙丑初設海關，額未定。商人仗新榷立

威，乘嶴夷演 誤觸其船，以夷人劫貨傷人起訟

端。余會同榷使宜、成二君尅期進嶴，焚香告

神，誓無枉縱。薄暮抵行館，有通事懷橐中金

求見，不下陸大夫裝。余使吏人叱之去。（93）

通政司副使焦祈年在雍正七年（1729）出任廣

東觀風整俗使後，於次年十二月巡視澳門，後撰有

〈巡視澳門記〉詳紀其行：

⋯⋯〔十二月〕初八日（94），至前山寨，都

司守之，所以扼澳彝也。二十里至關閘，沙堤一

線，蜿蜒數里。大海迴環，夾輔左右。此南北之

門戶，華彝之交界處矣。前行至濠鏡澳，彝長率

兵來迎。彝有黑白鬼二種，白貴而黑賤。蝟鬚魋

結，髮各種種。帽三角，短衣五色不等，扣纍纍

如貫珠。咸佩刀， 〔靴〕拖後齒，繃脛上。彝

長六，譯使一，迎使者入穹廬坐。以次獻技，以

鼓節之。有問，則脫帽夾肘間以對。

使者乃返息公所（95），招彝長來，為之宣

揚：“聖天子威靈，特命撫綏爾等，以昭柔遠

之意。其敬守此土，長享太平。”譯使前致

辭，為言：“彝等久霑聖化，無可報稱，願率

其醜伍，永為外臣。”乃北面稽首，歡躍而

退。使者明日遂行。（96）

杜臻筆下的“館予之室”、勞之辨記載的“行

館”及焦祈年下榻的“公所”，都告訴我們葡人接

待中國官員的地方屬於“公館”（97），而且是一座三

層樓宇。此類樓宇的規模見之《澳門記略》：

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

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 狀者，共

覆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以磚，或築土為

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牖於周，垣以飾堊。牖

大如戶，內闔雙扉，外結瑣窗，障以雲母（98）。

樓門皆旁啟，歷階數十級而後入， 篠詁

屈。己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99）

《澳門記略》還收錄了駐澳海防同治印光任和

張汝霖的四首詩。

印光任〈雕樓春曉詩〉：

何處春偏好，雕樓曉最宜。

窗晴海日上，樹暖島雲披。

有戶皆金碧，無花自陸離。

坡仙應未見，海市道神奇。

張汝霖〈澳門寓樓即事詩〉：

剖竹綏殊俗，行襜駐暮秋。

到門頻拾級，窺牖曲通樓。

几月能圓缺，簾風自拍浮。

海隅容錯處，應視一家猶。（100）

其〈寓樓舒望詩〉有：“寒雲葉葉不成陰，爽檻疏

欞踞碧岑”（101）句。他還有〈寓院花詩〉云：

曉窗初掛處，鼻觀覓微茫。

馥鬱攢金粟，晶瑩鏤玉肪。

憑欄低作供，入夜仰為霜。

儻託蒼巖老，高風散遠香。

——院盡為外垣，門正啟。（⋯⋯）（102）

“雕樓”、“有戶皆金碧”及“爽檻疏欞”，寥寥

數語，烘托了該樓的豪華程度，而且有庭院、外

垣。張汝霖〈寓院花詩〉所云，可能是一所花園別

墅。張汝霖稱該公館樓為“澳門寓樓”或“寓

樓”，不正好說明它是中國官員下澳暫住的“公

寓”嗎？

在庋藏於里斯本國家檔案館中的“中文檔案”

中“公館”或白鴿巢（103）公館頻頻出現。（104）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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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舉幾件較早和能說明某些問題的原檔：

香山縣丞興聖讓為飭傳知有關鄧類斯

上省下澳憲諭事下理事官諭（乾隆三

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767年12月9日）

　　特授廣州府香山縣左堂加三級紀錄八次又

軍功紀錄二次興，諭澳門夷目 嚟哆等知悉：照

得現奉軍民府憲平諭開：經面稟督憲，飭令將

鄧類斯每年與別國夷人同牌僉發下澳，即在別

國夷館寄居，次夏仍復同牌回省。等因。奉

此，合就諭知。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立即

備辦公館，傳齊八頭目，並帶同通事，在于公

館聽候本分縣的于廿一日親臨下澳，面傳憲

諭。毋違。特諭。（105）

此件除了是最早出現“公館”一語的文獻外，還說

明中國官員臨澳不一定總是在議事亭辦公，“公

館”也可作為辦公地點使用。

另外一份文件說明，澳門僅有一所“公館”。

在數官同時臨澳的情況下，需要另備住處（106）：

署香山知縣彭昭麟為臨澳巡查飭備公

館事下理事官諭（嘉慶九年十月二十

三日，1804.11.24）

　　署香山縣正堂彭，諭夷目□□□□〔 嚟哆

知〕悉：照得本縣指日臨澳公幹，先經□□□

□〔諭飭該夷〕目預備□□〔公館〕一所去

後。□□□□□□〔隨據該夷目稟〕稱：澳內

公□〔館〕□□□□□□□□□軍民府憲在□

□□〔澳駐札〕□□□□□□數日，始行回

署。而澳內公館借祇一處，其餘亦無從設法再

備。等情。稟覆□〔前〕來。查向來各官數位

一起到澳，諭飭該夷目各備公館一所，無不齊

備。今本縣甫經到任，為地方起見，不憚勞

悴，親身巡查，□□〔勢難〕露處。可祇飭令

預備住宿處所，並無另外苛求。姑再諭飭。諭

到該夷目，立刻借備公館一所，不必寬大華

麗，聽候本縣的於本月廿五日臨澳巡查。毋得

推諉，致干未便。凜遵。特諭。（107）

從“白鴿巢公館”可知其地在白鴿巢，但“公館”

具體位於何處，至今未見漢籍中有隻字記載，實為

澳門史一懸案。

在我們編輯的《粵澳公牘錄存》中有關涉及不

少，玆舉幾例，以示其變化的過程：

早期使用“Caza da residencia dos Mandarins

（官員住宅）”（108），“Caza da Rezidencia（住

宅）”（109）或簡稱 “Caza（宅）”（110），亦見

“lugar da residencia（住地）”（111）一稱。從1829

年起，始見“Cum-Cuon  (Caza da rezidencia dos

Mandarins)”。（112）“Cum-Cuon”是漢語“公館”

的譯音。從括號中的原文解釋可知，“公館”的葡

譯是“Caza da rezidencia dos Mandarins”，因此，

有時祇用“Caza da rezidencia dos Mandarins”（113）

這一不帶音譯的純葡語形式。

由於“公館”的具體位置在漢籍無考，祇好求

之西籍。龍思泰記載說：

澳門的人口混雜，其政治存在因中國臣民

未經改變的臣屬關係而發生分歧，從而使衝突

不時發生。當公共事務需要有本地區的中國地

方官員在場時，議事會就為他租一個臨時住

處，直到1779年，作出了購買一所房屋，以接

待本省低級官員的決定。這所房子被稱做“中

國官邸“（M a n d a r i n ' s  h o u s e  -“C a s a  d o

Mandar im”）。還要找一些寬敞、方便的住

所，以接待高官或總督。

當他們駕臨澳門巡視時，理事官都要選一

所寬敞的房屋供其駐扎，臨時將房屋拾掇好，

並按照中國式的優雅風格和品味來裝飾。（114）

龍思泰所說不盡準確與正確。無論是上引漢語文獻

還是葡語原始資料記載的時間，都遠遠早於1779

年。《大西洋國》雜誌上公佈的〈歷史復活（一個耶



67 文 化 雜 誌 2003

﹁
議
事
亭
﹂
歷
史
與
中
國
官
員
臨
澳
駐
節
地
考

歷

史

穌會視察員的未刊稿頁）（1665-1671）〉記錄說：

（1668）6月24日下午5點左右，一位以九鑼

開道的大人從前山經陸地來到了我們的教堂（115）

邊上的那個城門（116）。全程陪同他的議事亭

官（117）在那裡迎候他，安排他去一所習慣用來

安頓從廣州來的官員的普通公館(caza ordinaria)

裡去。它一般用來接待從廣州來的官員（言外

之意，這位大人是來視察澳門，巡海的）。他

非常高興地進了我們的教堂。他登上了唱經

臺。在風琴等伴奏下，為他舉行了例行的歡迎

儀式。（118）

此檔案比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767年12月9

日）的〈香山縣丞興聖讓為飭傳知有關鄧類斯上省

下澳憲諭事下理事官諭〉（119）還早一個世紀！

該雜誌主編佩雷拉（J. F. Marques Pereira）對

館址考證註釋如下：

一所習慣用來安頓從廣州來的官員的普通

公館——

位於花王堂街和聖方濟各巷（120）的拐角

處。聖方濟各巷由此開始至聖保祿學院（121）的

側街。

稍 後 ， 當 丟 臉 地 同 意 左 堂 或 澳 官

（mandarim de Macau）——其住宅位於 Rua da

P r a i a  P e q u e n a（122），面對魚欄（B a z a r  d o

Peixe）（123），近中國海關（124），後為亞馬留

（Ferreira do Amaral）所逐——駐扎澳門時，

位於花王堂街的官員公館仍舊，在本卷第96頁

上我提及的1838年（125）奧佐利奧（Cândido

Osório）的澳門地形圖上，仍然可見。（126）

在奧佐利奧澳門地形圖上，見有“大憲公館（Caza do

Mandarim Maior）”（127）的圖例。這便是龍思泰所

說的接待高官或總督的寬敞、方便的住所。另外還

有“官員公館（Casa dos Mandarins）”（128），即

“普通公館”的標示。“大憲公館”在當時漢語資

料中稱“大公館”（129），以區別於“普通公館”。

語見〈澳門同知兼署香山知縣鍾英為兩廣總督臨澳

飭備公館等事下理事官諭〉（嘉慶二十二年九月十

一日，1817年10月21日）：

特授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兼署香山縣正堂

鍾，諭夷目 嚟哆等知悉：照得兩廣總督部堂蔣

憲（130）駕，不日臨蒞澳門，查閱砲臺營伍。凡

屬民夷，均應祗迓，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

等，立即在澳內預備大公館一所，鋪陳潔凈，

伺候按臨。仍一面將該夷等澳中大砲臺及伽

、東望洋、西望洋、娘媽閣、南灣各砲臺共

六座打掃潔凈。飭令夷兵列隊伺接，聽候查

閱，以肅觀瞻，毋得怠忽。特諭。（131）

“白鴿稠〔巢〕公館”（1 3 2 ）也稱“白鴿稠

〔巢〕行署”。（133）由此聯想到，康熙申誌提及

“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

亭”（134）、乾隆暴誌稱“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

署三所，今惟關部稅署及議事亭”（135）以及《澳門

記略》“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

議事亭不廢”（136），公館是否也是葡人為“提調、

備倭、巡緝”巡澳時提供的公所？令人疑惑的是，

上述三文獻有涉及，卻無具體說明，尤其是《澳門

記略》對明清各種治澳機構的設置年代、地點、級

別等均有詳細描述，卻對三行署一語帶過。即便是

前明的事情，作為地方官的二位作者應該多少有所

耳聞。鑒於這一情況，我們認為，“提調、備倭、

巡緝”是中方官員，斷無疑問，但“行署”可能不

是中方建立的，而是葡方提供的場地，但這不妨礙

其公務的執行。換言之，中國官員在葡人提供的房

屋“Cum-Cuon（公館）”內駐紮辦理公務。而“行

署三”似乎不是三座行署的意思，其可能的含義是在

一座建築物內由於三種職官的駐紮而產生的三種不盡

相同的臨時衙門，即一地三用。在澳門這一彈丸之

地，是否有必要設立三個中方行署，也不能不令人有

所懷疑。即便入清以後，也祇有一個關部行臺。

在〈從外籍考察澳門提調及提調司〉（137）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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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在考證提調司故址時，對一幅約作於1615

至1622年間的〈澳門平面圖〉（138）作了初步分析。

在此圖上可以看到，花王堂及三巴寺的上方有一方

框，其中標示的文字是“Caza do Mandarim，官員

之家（或公館）”。就其位置來看，似在白鴿巢。

另外，從龍思泰“⋯⋯不法行為從前都在此得到很

適當的處置”（139）一語可知，官場（C a m p o  d e

Mandarim）為 Caza do Mandarim 的所在地。前引

葡語文獻已說明 Caza do Mandarim 就是“Cum-

C u o n（公館）”。上述平面圖標示的 C a z a  d o

Mandarim 的區域很大，面積超過其左側花王堂及右

邊三巴寺的總和。從其佔地範圍及龍思泰關於“處

置”“不法行為”的記述來看，可以推斷這可能是

明代“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的處所。

明代下澳的最高官員是稅監李鳳。當時總督兩

廣的戴燿曾參奏李鳳說：“初，粵中香山澳，九夷

貿易，番舶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

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140）可知李鳳曾與葡人

交好，後因過度加稅，又反目為仇。自然，李鳳在

下澳督稅期間不會駐紮葡人安排的公館。由於澳門

無中方的常駐機構（141），也不便租賃民房，降低身

份，於是在媽閣廟新建“神山第一”（142）殿，將其

闢為官廟臨時駐紮。這可能是“欽差總督廣東珠池

市舶稅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這一銘文的真實歷

史背景。看來李鳳建此殿的主要目的不是、至少不

單純是倡導媽祖信仰，而是給自己開闢一個不失身

份的臨澳住所。聯繫到李鳳為督稅，曾“議駐節縣

內”，後為知縣張大猷巧妙拒絕一事，大概為了入

澳暫住才迫使“德字街眾商”添建一殿。他無建廟

的動機，而且也無足夠時間起造整個媽祖廟，因此

我們推斷，媽祖廟不是他創建的，至多以他的名

義，由“德字街眾商”捐造一殿，一舉兩得。

從嘉慶始，兩廣大吏下澳駐紮蓮峰廟，又稱娘

媽新廟或簡稱新廟。據該廟現存嘉慶二十三年

（1818）署理澳門同知、澳門總口委員李和澳門同

知、兼理香山縣正堂鍾所勒立的碑記稱：“澳外關

內蓮峰神廟，係全澳奉祀香火，又為各大憲案察駐

節公所。”（143）因知，新廟自嘉慶年間已成為粵中

大憲巡澳駐節的公所，時稱“新廟公館”（144）。後

松筠（145）、蔣攸銛及鄧廷楨等巡澳時均駐紮該地，

接見葡方官員。

葡人為中國官員設立公館有其外在的需要，但

也有其內在的用意。葡印總督將為各級官員臨澳公

幹“飭備公館”的〈諭〉解釋為：

如果在澳門有何違反帝國法律的事情，官員

通過公函或稟呈通知議事亭。如果事情比較嚴

重，官員派遣一個或數個他們手下的官員來同議

事亭（Senado）及其理事官（Procurador）交

涉。為了入澳城，他們要事先申請許可，然後根

據其級別在議事亭（Camara）受到禮儀接待。在

理事官（Procurador）及受命來秉承的官員之間

交涉後，再由議事亭（Senado）根據個案來處

理。（146）

這裡，葡印總督完全有意顛倒了主從關係！或許

這也算自圓其說的一個實例。倖好葡萄牙國家檔案館

中保留了大量中國各級官員下澳前發給“夷目”命其

準備公館的“諭”。這本身就是一種上級對下級命令

的公文體。我們可以見到大量這類語句：

諭到該夷目，即便備辦公館一座，打掃潔

淨，聽候按臨，毋得遲違。（147）

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立即預備公館以

及應需椅棹。仍飭通事將各處砲臺打掃潔凈，

聽候查閱。毋得遲違未便。（148）

諭到該夷目，即將白鴿巢公館速令打掃潔

淨，聽候委員臨澳。毋得稽延貽誤。（149）

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預備公館伺候。

毋違。（150）

左堂此類“諭”的語氣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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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本分縣於五月初一日親臨澳門公幹。

合就諭知。諭到該差、保、通事人等，立即傳

諭夷目，協辦公館一所，並椅桌、床鋪各項，

聽候至期應用。該通事仍即轉知夷目，伺候問

話。均毋有違。（151）

本分縣定于本月十七日親臨詣澳，合行諭

知。諭到該夷目，即便轉飭通事，將白鴿稠公

館預備，以便本分縣蒞澳查辦。特諭。（152）

照得本分縣奉憲委署斯任。茲擇於本月十

六日親臨澳門，查閱地方情形，合行諭知。諭

到該夷目等，即飭通事協同地保，預備公館，

伺候諭話。均毋有違。特諭。（153）

無論葡印及澳門議事亭如何狡辯，葡京中央政府對此

洞悉無遺。1783年內閣殖民大臣卡斯特羅 (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 責備指控澳門議事亭說：

15.第二條聖諭是，議事會經過多年努力，

最終打擊並排擠了澳門的總督，使後者依附甚

至某種程度上屈從於議事會。其最過份的舉措

是竭力控制支付守城部隊的開支，以致駐軍不

是由士兵而是由土著和乞丐組成，事實上人數

也很少。因為上述部隊由總督統帥，故這支部

隊越可憐，其統帥也就越不受人尊重。

16.這一嚴重不妥導致中國官員對我們的一

再辱罵，因為他們看不到令其害怕的人。中國

官員進入澳門，將陛下臣民視若奴僕，而議事

會則卑躬出迎，毫無怒色，用王庫之財產大事

迎送，猶如對待其真正主人一樣。（154）

乾隆年間，中方有在澳城內選地設立左堂衙

署，即建立中國自己公館的計劃（155），因葡人的力

阻未果，後在“營地舖地方本屬空閑官地，又係就

舊有會館略為修葺增添”（156），其目的是“今戎廳

於澳內修葺公館，隨時至澳駐紮，凡地方爛崽匪

竊、賭博等類，可以就近查拿，即爾等賬欠等項事

故，亦可就近稟求清理，寔為整飭地方，照料爾等

起見”（157），因有“營地街公館”一稱，“為做公

館衙門”（158）。實際上，澳門早就有中國官員的辦

公處：

查澳門營地一段，原係官地，預備辦公之

所，四至丈尺，各衙均有案存。地角會館一

座，經三街舖行起建，立有關帝神座，數百餘

年，爾澳夷誰不知見。

今本分縣因見該會館日久壞爛，是以修

葺，從傍並建廂房一間，以為通〔遇〕事臨澳

稍駐辦公之便。爾身當夷目，竟不識營地一

段，係屬官地留為辦公之所，亦不覺查，便爾

驚奇妄誕⋯⋯（159）

照得營地街會館一案，連接爾稟請拆毀，

已經再三申明。我天朝體制，爾等駐澳多年，

諒已深知。今再簡約數言，明白曉諭，本縣查

勘該館，雖添蓋一間，並無干礙，且房屋矮

小，又非高大衙門，爾等不必疑慮。墟亭之四

面，已無空地，更無添蓋房屋之所，亦無起建衙

門之區。嗣後各照舊址相安，息事寧人。（160）

所謂的“營地街公館”在葡語資料中亦有記載。

〈歷史復活（一個耶穌會視察員的未刊稿頁）

（1665-1671）〉稱：

7月4日，香山縣令（不是今年和前幾年說

過的丟了官的的那一個縣令，而是他的二把

手；當時希望他再任或不久派新官）經陸地於

下午3點來到了澳門。馬上在五鑼開道及通常的

隨從的簇擁下，前往那幾所位於仁慈堂邊上的房

子。前山寨及香山的官員一般在這裡下榻。（161）

公佈此件的佩雷拉（J. F. Marques Pereira）考證註

釋如下：“那幾所位於仁慈堂邊上的房子——由此段

可以看出，除了花王堂街接待官員的房子外，在仁

慈堂（議事亭前地？）邊上還有一所供香山及前山



70

歷

史

﹁
議
事
亭
﹂
歷
史
與
中
國
官
員
臨
澳
駐
節
地
考

文 化 雜 誌 2003

寨的官員下榻的房子。”（162）

這所房子是關帝廟內的三街會館。實際上，在

此暫住辦公的是左堂：

　　香山縣正堂許，諭夷目 嚟哆知悉：案照澳

內營地街舊有會館一所，年久壞爛，闔街修

理，將直一間，橫為兩間，以為較量斗秤之

地。該夷目等誤聽人言，疑為添建衙門神廟。

今本縣親臨查勘，係小屋兩間，並非衙廟。其

地近於墟亭，成功不可朽壞。從爾等民夷之所

請，將此一間留為公所（163），照墟亭之例，嗣

後民夷和會，斗秤公平，勿失和好，永不得違

例添建，滋生事端。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

等，即便遵照，仍即日稟覆存案。毋違。特

諭。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諭。（164）

可能在“營地街會館一案”後，澳葡從1792年起（165）

也開始向左堂提供“公館”（166）。葡人以免費供給

“公館”的雕蟲小技，竟然挫敗了一項中方對澳的

重大主權行動。這之後有1783年〈王室制誥〉的背

景，否則一向“恭順”的澳葡如何膽敢致函中國當

局，“查知戎廳在營地街起建公館，司達並未允

諾，請即拆去。”（167）“查得澳內營地街，起建大

新屋一座，說是左堂太爺起的，為做公館衙門，哆

甚奇異。左堂太爺從無衙門在澳，若是該有時，司

達亦有供應了，如供應軍民府、正堂太爺一樣，哆

即叫人拆去，但存着正堂大爺面分。”（168）起先，

香山知縣許敦元以為葡人的要求是公函撰寫的錯

誤，於是諭夷目 嚟哆知悉：

　　現據該夷目具稟：查知戎廳在營地街起建

公館，司達並未允諾，請即拆去。等情。據

此，查澳門地方原係中華邊壤，從前爾等番舶

貿易遠來，多在澳旁灣泊，嗣以風濤不測，難

於久駐，即在澳內築室寄住，並歲納地租，以

舒忱悃，積久相沿，遂為爾等世居之所。我聖

朝撫馭天下，懷柔遠人，不忍因中國地方久為

外夷盤踞，一旦驅逐廓清，致爾等流離失所，

是以准照舊例，聽爾住居。而華夷究有攸分，

又不便任爾外夷佔侵內地，復經申明禁令，澳

內夷房，止許修葺壞爛，不得於舊有之外再行

添建，蓋於體恤之中，示以限制之意，勒碑議

事亭外，彰彰可攷。是爾等現建房屋處所，皆

我天朝之地，其餘空曠處所，更與爾等無涉，

不應越分佔管，想爾等所宜深悉者也。今戎廳

以中華職官，在本管地方蓋建房屋，原非爾等

夷人所宜阻止，且營地舖地方本屬空閑官地，

又係就舊有會館略為修葺增添，該處並無夷

房，彼此干礙，更非爾等所可藉口混爭。況戎

廳原住前山，我大皇帝念爾夷眾與華人雜居澳

土，誠恐刁黠之徒滋生事故，是以令戎廳移駐

望廈，俾與澳中貼近，稽查彈壓。迨後衙署被

風塌倒，歷任各官居於翠微，以致離澳窵遠，

不特辦理公事，鞭長莫及，即爾等遇有事宜，

欲行陳稟，亦屬艱難周折。今戎廳於澳內修葺

公館，隨時至澳駐紮，凡地方爛崽匪竊賭博等

類，可以就近查拿，即爾等賬欠等項事故，亦

可就近稟求清理，寔為整飭地方，照料爾等起

見，方應感激之不暇，何得反請將房屋拆毀

耶？爾等素常恭順，未必為此唐突之言，諒係

番書不通文義，措詞不妥，合行諭飭。諭到該

夷目，即便遵照，毋得妄生事端。仍嚴飭番

書，嗣後一切文稟留心檢點，毋稍錯謬干咎。

特諭。（169）

乾隆年間，中方放棄為左堂在澳城內建衙署而

接受葡人提供的“公館” ，是治澳的一大失策。連

在自己的領土上“擇地建立”中國“衙署”都要

“除飭夷目查覆外，合行查議，備行到廳，煩照事

理，即便會同夷目，在於澳內相度情形，何處可以

建立衙署，擇地擬議移覆，以憑核議轉詳”（170），

最後為“息事寧人”，左堂不敢在三街會館內辦

公，卻被迫“暫賃民房，權時駐足”（171）。這一事

實說明，由於種種原因，在乾隆年間，中國已部分

地喪失了澳門的領土管理權，這也旁證了我們將

1783-1844年稱為葡萄牙殖民統治前期作為政治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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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觀點。（172）看來，馬士所言經不起史實的檢

驗，起碼欠缺了絕對性：

葡萄牙人經過了在中國沿岸的暢旺貿易時

期之後，他們獲准定居澳門。他們是在中國的

管轄權之下生活的。葡萄牙人在管轄他們自己

國籍的人員方面，通常是不會受到干預的。至

於其它方面，如管轄權，領土權，司法權（173）

及財政權等，中國是保持其絕對權力的，這種

情況繼續達三個世紀之久，直至1849年時為

止。（174）

“到乾隆時，滿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

敗”（175），朝廷也就逐漸失去了“其絕對權力”。

清朝對華洋長期雜處且存在交叉混合管理特色的澳

門地區的控制也難免受到影響。對此，我們無須諱

言。在中葡和平友好解決了澳門問題後，學界可超

越既定思維，以無預設的立場，從純學術的角度，

以具體個案為例，重新探討中國對澳主權逐漸喪失

的歷史過程及其各個階段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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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司，澳門無專官也。”（趙春晨，前引書，頁61）作為

澳門同知，張、印二位此語當有所本，因此譚世寶前說於

史無徵，不無臆測之嫌。據一葡語檔案資料，時至天啟元

年（1621），“慣例是，在重大的場合，我們需要派人去

廣州（晉見大吏和通過稟呈商議大買賣）時，澳官們（os

mandarins do porto）為我們發放旅行文件，以便通行無

阻，但要按照習慣向書役繳納一巴爾達爾（pardao）的工

本費，現在不想讓我們去，一反慣例和良好的管理，不給

我們發放沿途向船隊和衛兵出示的通行證（c h a p a  d a

Licença）。若有發放，便索要高額銀兩。由於這些小澳官

們（os offiçiais piquenos do porto）總是向廣州虛報葡人

的情況，海道在巡閱他的管區時常常視察本城，親自瞭解

情況和虛報，看到一切安寧，他得知了真情。今非昔比，

派幾個這種小官來此魚肉我們，勒索銀兩。為了讓人們相

信，他們總是為自己評功擺好，謊報我們的情況，而我們

卻無法講理，也無法求救。這把本地搞得烏煙瘴氣，還讓

官員們受騙懷疑我們。”（高美士〈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

葡萄牙17世紀文獻〉，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9卷，

1975年，第1期，頁43）前文開頭所說的“商議大買賣”

是指去廣州納稅，參加交易會。這說明明末澳門不曾有過

任何屬於市舶司的“駐所”或“衙門”，否則葡人不必去

廣州。而且如果有市舶系統的機構的話，李鳳本可暫駐其

地，而不必同知縣張大猷“議駐節縣內”，也不必像神話

傳說的那樣下榻 “Village of Ama ko”（《文化雜誌》，

英文版第5期，1988年，頁14。）“Village of Ama ko”

在葡語中稱“Povoação da Barra”，可能便是漢籍中的

“娘媽寨”。此問題有待進一步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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